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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对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到20世纪初�日本东洋
史学界对中国满蒙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对
辽代佛教的探讨才真正开始。20世纪前半期有分量的研究几乎都是日本学者做的�20世纪后
半期则以中国学者的成果居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学和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两大
方面。

一、辽代佛学研究

1．佛学宗派、名僧及著作。 辽朝佛学宗派众多�佛学研究发达。日本学者胁谷 谦的《辽
代之密教》（《无尽灯》1912年1月号）介绍日本当时仅存的辽僧觉苑的《大日经义释演密钞》、
道 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书�提出辽代佛教华严思想中包含密教。松永有见《宋辽时代
的密教》（《密教研究》38号�1930年）论述辽朝密教的代表人物觉苑、道 在佛学思想史上的地

位�提出辽代密教是善无畏和金刚智两大系统的统一。野上俊静的《辽代佛教研究》（《摩由罗》
2号�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1933年）介绍觉苑、道 的思想�指出辽代华严教义中包含金刚顶
系密教。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专用一节全面考察了辽
代皇室的密教信仰、密教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影响、密教名僧及其著作�并总结出其特点：“ 遥
承唐密�近取新传�融会华严之学�倡导显密圆通。” 辽代密教的情况�文献记载很少。霍杰娜
《辽墓中所见佛教因素》（《文物世界》2002年3期）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探讨密教在辽代
盛行的状况。野上俊静《辽代社会与佛教》（《史学研究》5卷3号�1934年）认为密教的流行发
端于契丹民族固有的萨满教信仰。
1913年�胁谷 谦发表《辽金佛教的中心》（《六条学报》135号�1913年） �最早提出辽代佛

教教学的中心是华严学。1933年�野上俊静的《辽代佛教研究》根据后人所补《辽史·艺文志》
和高丽大觉国师义天编撰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简称《义天录》）所著录的辽代佛学著作中华
严宗章疏居多�得出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教学中心的结论。此文全面运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
材料�其观点自然很有影响。直到1983年�另一位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
第一部之第一章《宋元时代的慈恩宗》（汲古书院�2000年。按：这一部分内容最早发表于《南
都佛教》50号�1983年）才修正了此说。他根据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契丹藏》
残卷里有很多唯识学著作�房山石经题记中有很多辽唯识学僧的记录�辽代石刻材料中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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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开“ 唯识论” 讲习的记载�进而提出唯识宗（即法相宗、慈恩宗）与华严宗地位相当�两个宗
派都是辽代佛教的中心。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一部之第四章《新出土资料与辽
代佛教》、第五章《辽代华严宗的考察———以新出土华严宗典籍的文献学研究为中心》）分述圣
宗、兴宗、道宗朝华严学说在佛典刊行、教学方面的繁盛�详细考述了辽朝华严学典籍及其向高
丽、宋流传的情况。野上俊静认为禅宗未传入辽。竺沙雅章认为辽代佛教的主要材料房山石
经、应县木塔《契丹藏》残卷中均不见与禅宗有关的资料�说明辽朝禅宗不盛。

辽代名僧辈出�佛学著作颇丰。胁谷 谦的《辽金时代的佛教》及《华严经要义·附录》（《龙
谷史坛》126号�1912年）介绍了辽代名僧觉苑、道 、行均、常在、法均及其著作。野上俊静根
据文献记载列举辽朝佛学著作�提出由于华严思想的包容性�辽僧兼通诸宗的倾向浓厚�佛教
教学内部有三教并包的倾向�带有近世色彩。台湾学者王吉林《今存辽文献中有关佛教史料之
研究》（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国佛教史专集》之五《宋辽金元篇》下�大乘文化出版
社�1977年）据出土碑文作《辽僧补传》。蓝吉富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初探》（杨曾文、方
广 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探讨了此书的内容、思想特色�提出作者
新编的准提法仪轨是“ 中国式” 的�使佛教界对准提菩萨的信仰大幅提升。竺沙雅章详细介绍
了慈恩宗大师诠明的著作�称誉他是“ 国际型” 的学者。

有关辽朝佛学的探讨�野上俊静和竺沙雅章成就突出。尤其是竺沙氏运用的资料最多�对
华严学、慈恩宗的研究非常深入。但是�目前密教的研究还多停留在表象�从宗教角度挖掘辽
朝密宗的渊源和仪轨、及其与契丹人原始信仰的关系还做得很不够。
2．辽刻房山石经与《契丹藏》（即《辽藏》） 。 房山石经的续刻和《契丹藏》的雕造是辽朝佛教

的两大事业。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Henri �Demiéville）《弥烂陀王问经》（《法兰西远东学院
学报》24卷�1924年）发现房山石经与宋、高丽的石经排列方式不同�像930—940年中原地区的
佛经�进而认为它可能是辽太宗伐晋的战利品。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和中国民
族史专家冯家 合著《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9年）第九部
分《寺庙与僧院》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房山石经的雕刻早在隋代就开始了�而且把石经
从开封运到辽国是事倍功半的事�辽政府决不会在这方面费力。日本学者 本善隆的《石经山
云居寺与石经大藏经》（《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1935年）指出房山云居寺石经的雕刻从
隋静琬开始。辽圣宗时�在契丹贵族保护、信徒施舍的基础上续刻�所刻经典与《契丹藏》有关。
王吉林探讨了辽之前、辽中期和辽末通理大师的刻经。辽中期的刻经始于圣宗太平七年（1027
年） �终于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 �由政府出资�地方官提点�民间信徒捐赠。竺沙雅章考述了
房山石经的版式特征及佚书。阎文儒、傅振伦、郑恩淮（《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
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年6期）和竺沙雅章等都认为辽续刻的石经中包含《契丹藏》�这
与 本氏的观点相同。
20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没有任何实物资料�学者们只能通过记载不多的、模糊的文献

材料去考定《契丹藏》。《契丹藏》雕造的时间一直存在争议。1912年�日本学者妻木直良《论
契丹大藏经的雕造》（《东洋学报》2卷3号�1912年）第一次细致考证了《契丹藏》雕造的情况�
认为这一事业从辽兴宗时开始�觉苑大师主编�道宗初年完成。此结论一提出�60余年来�学
界向无异议。直到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残卷�为它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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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1982年6期上刊载了6篇相关的报道和论文。张畅耕、毕素娟《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1986年9月）根据应县木塔藏经中的题记证实《契丹藏》的
雕印早于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 �诠明主持。阎文儒、傅振伦、郑恩淮和竺沙雅章也持类
似观点。20世纪80年代�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塔又发现一批辽代刻经。陈国莹《丰润天宫寺塔
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认为其中含有《契丹藏》。但朱
子方《〈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读后记》（《文物春秋》1991年2
期）却说不能肯定这批辽刻经卷中有《契丹藏》。杨卫东《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辽咸
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文物春秋》2007年3期）考释了河北涿州歧天王院遗址
出土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指出辽统治者在刊印《契丹藏》时广泛筹资�除鼓励佛教信徒
捐助外�还以减免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大寺院出钱。

竺沙雅章《契丹大藏经小考》（《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1978年�收入《宋元
佛教文化史研究》）通过比较《辽藏》、《开宝藏》、《高丽藏》和唐代敦煌写经的版式�首次提出《契
丹藏》及辽朝诸宗章疏之版式是对唐长安佛教的继承。他用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残卷与
唐代敦煌佛经残卷对照�这也许不能代表《契丹藏》和唐代佛经的整体情况�但他的推测有一定
依据。李富华《关于〈辽藏〉的研究》（《佛教与历史文化》）认为应县木塔发现的卷装本刻经与河
北丰润县发现的册装本刻经是《辽藏》的两种版本。他还考述了《契丹藏》的内容、学术价值。
在写经版式问题上�他和竺沙氏的观点相同。他用的唐代写经材料也仅限于敦煌写经�认为唐
中央政府确曾向敦煌颁赐过写本大藏经�所以这些敦煌写经出自长安官方的抄经机构。

日本学界对房山石经、《契丹藏》的讨论一直十分热心。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
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两部资料集的出版是佛学界的盛事�为学者充分利用石经研究辽代佛教提供了方便。
此后�中国学者的相关文章也多起来。因此�辽刻房山石经的研究比较充分。
3．与周边的佛学交流。 辽代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佛学交往十分活跃。日本学者松井的

《契丹人的信仰》（《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8册�1921年）认为契丹人在信仰上（包括佛教）受
中原影响很深。吕 《契丹大藏经略考》（《现代佛学》1卷5期�1951年）推断辽在圣宗太平元
年（1021年）得到宋颁赐的一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兴宗以后遂在此基础上雕刻《契丹藏》。
应县木塔《契丹藏》的发现已证明此说有误。竺沙雅章认为《契丹藏》里含有《开宝藏》的内容�
《开宝藏》可能经高丽传到辽。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
（东京《中国史学》12卷�2002年12月）指出辽国佛学著作可能通过高丽传入北宋�《开宝藏》传
入辽缺乏直接文献依据�但《契丹藏》里可以发现《开宝藏》的踪迹�估计极有可能是宋赠与辽
的。徐时仪《开宝藏和辽藏的传承渊源考》（《宗教学研究》2006年1期）认为《契丹藏》在刊刻
过程中可能参照了《开宝藏》天禧修订本�同时又根据当时北方流传的写本藏经而有所增补。

辽朝佛学与敦煌也有交流。毕素绢《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8、19期合刊�1992年7月）认为敦煌文书P．2159背辽僧诠明著
《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是1006—1020年间传入敦煌的。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1年）对此提出质疑。诠明的这部著作完成于965—1002年间�995年经敦煌向西天取
经的僧道猷�曾把北京石壁沙门傅奥的《梵纲经记》带到敦煌�也不排除他把诠明的著作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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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带来的可能性。
日本学者神尾 春的《契丹佛教文化史考》（满洲文化协会�1937年）首次发现高丽佛经题

记提到辽�表明辽代佛教对高丽的影响。妻木直良指出《高丽藏》对《契丹藏》有重要影响�用
辽、丽双方的资料确证《契丹藏》传入高丽。池内宏的《高丽朝的大藏经》（《东洋学报》13卷3
号—14卷1号�1933年）论述《契丹藏》不止一次传入高丽�多数辽僧的著作流入高丽�首次注
意到《义天录》与辽佛教的关系。大屋德城《朝鲜海印寺经板考》（《东洋学报》15卷3号�1926
年）在朝鲜海印寺藏经板木的杂板中发现辽代佛教典籍�即燕京僧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缺行
事钞评集记》十四卷�常真述《俱舍论颂疏钞》八卷。1929年�日本学者在朝鲜发现的高丽版
《龙龛手镜》的照片发表�附有藤冢邻的解说（《斯文》11编10号） 。朱子方《辽朝与高丽的佛学
交流———读〈大觉国师文集〉、〈外集〉及其他》（《辽金史论集》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指出�
辽僧非浊的著作、《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镜》及《契丹藏》都对高丽佛学产生重大影响。 本

善隆的《在日本遗存的辽文学的影响》（京都《东方学报》7册�1936年）认为名古屋真福寺留存
的宋僧戒守的《往生传》和金泽文库所藏《汉家类聚往生传》受辽僧非浊的《随愿往生集》影响
极深。

竺沙雅章在仔细梳理、研究各方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佛学存在唐→辽→金→元的传承
关系�辽在当时的东亚佛教文化圈居于中心地位�高丽是佛典流动的枢纽。这对人们习以为常
的“ 中原文化中心论” 是一个突破。

二、佛教与辽朝社会

1．佛教与世俗政权。 辽朝佛教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常盘大定《契丹之
佛教》（《宗教界》10卷2号�1913年）论述朝廷与佛教的关系�辽诸帝的崇佛、兴佛�主要用《辽
史》、《契丹国志》�几乎未用金石材料。野上俊静的《辽朝与佛教》（《大谷学报》13卷4号�1932
年）考察契丹朝廷与佛教的关系。他在《胡族国家与佛教》（《真宗同学会年报》1辑�1943年）中
指出�胡族国家最适应的宗教是佛教�它是汉族与胡族的精神纽带。他还推测儒道强调华夷有
别�而佛教不讲民族差异�顺应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因而�辽很快由建国初期的三教并举转变
为独尊佛教。魏特夫、冯家 认为强大帝国的建立为佛教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契丹贵族
给寺院大量赏赐、捐赠�朝廷饭僧费用远超以往任何一个中原正统王朝和日本。刘浦江《辽金
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指出�辽太祖只利用佛教
的安抚作用；太宗时开始信仰；直到圣宗朝�统治者对佛教既支持又限制；兴宗、道宗、天祚朝是
佞佛的高峰�辽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诚。尤李《辽朝崇佛政策的确立与政局的变迁》
（《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4期）认为阿保机为建立和巩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而以儒学为
尊�辽太宗因本人非嫡长子而不喜儒学�用崇佛来消解儒学的影响；在中后期典章制度日益完
备的情况下�统治者选择了不讲民族差异、各方都能接受的佛教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据
野上俊静研究�续刻房山石经得到辽皇室资助。齐心、王玲《辽燕京佛教及其相关文化考论》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提出辽代房山石经的
刻凿�几乎全为官方经办�燕京有官方设立的印经院刻印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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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教信仰。 辽朝社会上至皇帝、贵族官僚、地方豪富�下到一般民众�无不对佛顶礼膜
拜。野上俊静的《辽代社会与佛教》论述辽僧地位之高、寺院之盛、契丹开国传说与观音信仰结
合、佛诞日习俗�佛装、火葬表明佛教浸润到整个社会。他的《辽代燕京的佛教》（《支那佛教史
学》2卷4号�1938年）认为燕京寺院、僧侣的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密宗、华严宗、法相宗繁荣。
续刻房山石经、雕造《契丹藏》均与燕京名僧有关。燕京是辽朝佛教的中心。辽朝名僧均是汉
人�且大半与燕京有关�其佛教本质是汉化佛教。鸟居龙藏的《辽上京城以南伊克山上之辽代
佛刹》（《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国佛教史专集》之五《宋辽金元篇》下）认为上京城南伊克山是镇
护国家的灵地�圣宗朝至辽末�此山相当于中原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地位。

佛教还通过“ 千人邑” 会向社会浸透。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 本善隆。此后�田村实
造（《契丹佛教社会史的考察》�《大谷学报》18卷1号�1937年） 、神尾 春也进行过研究。他们
选取主要的、特定的千人邑会研究论证。第一次全面研究“ 千人邑” 的组织及运作的是野上俊
静。他的《关于辽代的邑会》（《大谷学报》20卷1号�1939年）指出千人邑是同一地方以佛教信
仰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会员对寺院有施财义务�这对佛教的普及作用很大�但邑会主要集
中在燕云地区。王吉林的《辽代“ 千人邑” 研究》（《大陆杂志》35卷5期）采用的材料和研究思
路均未超过日本学者。
3．佛教习俗。 辽代佛俗是又一备受关注的领域。冯家 《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

俗之关系》（《史学年报》1卷4期�1932年）探讨佛教与契丹固有风俗的关系�指出圣宗以后杀
牲祀天显著减少是受佛教信仰的影响。近年来�辽代考古材料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包含佛教因
素。霍杰娜的《辽墓中所见佛教因素》对近年出土的辽墓中的佛教因素作了分类归纳。

辽代盛行火葬是否是佛教影响的结果？这一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1）受佛
教影响。冯家 认为圣宗以后契丹人受佛教影响实行火葬。他的证据只有两座墓葬�显得单
薄。野上俊静很谨慎地说火葬仅限于佛教徒�对一般民众不作判断。霍杰娜认为火葬墓几乎
遍布辽全境�中晚期才比较流行�这与佛教在辽地传播至极盛的时空相吻合�因此可以推断火
葬墓基本是受佛教葬俗的影响。其说大致有理。（2）契丹人火葬主要是原始葬俗遗留�汉人火
葬与佛教影响有密切联系。杨晶的《辽墓初探》（《北方文物》1985年1期） 、《辽代火葬墓》（《辽
金史论集》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持此说法。她的理由是佛教盛行的辽中晚期�极少
发现契丹人、特别是笃信佛教的契丹贵族的火葬墓。（3）原始信仰的火葬风俗与佛教影响相互
作用的结果。此类观点的代表有：景爱的《辽金时代的火葬墓》（《东北考古与历史》1辑） �宋德
金的《辽金文化比较研究》（《北方论丛》2001年1期） 。（4）受摩尼教葬俗影响。王小甫《契丹建
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4期）另辟蹊径�推测契丹建国后“ 改宗摩尼�风行裸
葬、薄葬加火葬” 。

尤李《佛教对辽朝社会的影响管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5期）一文提及辽燕京
地区元宵节燃灯供养佛塔和舍利的习俗�中元节与契丹游牧文化相互作用发生变异。辽代佛
诞日是“ 二月八日” 还是“ 四月八日” 也存在分歧。其实这一问题历来在中原地区也有争议。
《七修类稿》说：“ 至于释迦生日�以今四月八日�亦非也。盖周正建子�今夏正当为二月八日矣”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五《辩证类》“ 佛考” 条�中华书局�1959年） 。冯家 认为《契丹国志》四
月八日的记载正确�而《辽史》二月八日的说法有误。野上俊静也取“ 四八” 说�但又认为辽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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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二八” 佛诞。韩国学者李龙范提出佛诞日在回鹘佛教是二月八日�汉传佛教是四月八日�而
辽金继承了双方的佛庆制（《辽金佛教之二重体制与汉族文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国佛教
史专集》之五《宋辽金元篇》下）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下编《文化发展》之第五章《佛
教在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不同意李的观点�认为汉文佛教典籍里“ 二八” 、“ 四
八” 佛诞都存在�二者不同是历法换算差异造成的。“ 二八” 佛诞是照搬印度佛生日�“ 四八” 佛
诞是因为周历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四月八日相当于夏历二月八日。张泽咸《唐代的节日》（《一
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考出唐代佛节有“ 二月八日” 、“ 四月八日” 、“ 腊月八日” 。尤
李认为辽代佛诞日承接唐朝习俗�“ 二八” 、“ 四八” 并行也不是不可能。
4．佛教的社会影响。 崇佛对辽朝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学者们从各层面探求佛教对辽朝社

会的积极作用或消极影响。魏特夫和冯家 首次论及辽朝佛寺的投资方式、慈善事业。寺庙
通过出租土地、开当铺、放高利贷赢利�又建立谷仓赈济穷人。田村实造考述了佛寺对都市发
展的作用、辽代频繁建佛寺的经济背景及千人邑、二税户的问题。野上俊静《契丹人与佛教》
（《佛教研究》7卷4号�1944年）指出辽代佛教发展与契丹人汉化并行�续刻房山石经和雕印
《契丹藏》都用汉文�本质是汉人佛教；辽代名僧均是汉人�虽然契丹人佛教信仰普遍、强烈�却
未出现优秀学僧。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辽金史论集》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认为
寺院是辽朝的文化阵地�既有精通佛典儒书的高僧的学术研究�又有面向社会的“ 俗讲” 。尤李
提出寺院成为各阶层民众的精神文化中心�其教育和文化传播功能不在其他官方教育机构之
下。郭康松《论辽朝契丹人的孝忠妇道观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北方文物》1999年1期）提及
辽代寺院的俗讲在宣扬中原伦理道德方面的作用。张国庆《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
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认为佛教在辽代家庭生活中有广泛影响�表现在：思想
上以佛为本、佛儒相融；在家庭财产处置上捐资助佛�在日常行为上居家念佛、诵经立幢�在生
活习俗上佛号名、佛装、佛诞等成为时尚。

王吉林考察了辽帝、贵族对佛教的信仰、寺庙财产和僧侣人数�认为佞佛是辽灭亡的原因
之一。刘浦江认为辽僧人口冗滥超出了社会正常承受能力�佞佛之风侵蚀了契丹人勇武雄健
的民族精神�因此�“ 辽以释废” 的结论大致不误。尤李提出大量贵金属用于造佛像和寺院是造
成辽代“ 钱荒” 的重要因素�在此种窘境下�辽统治者也未采取任何措施限制贵金属流向寺院。
5．佛教艺术。 图像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从艺术史角度研究辽代佛教日益受

到重视。如品丰、苏庆编《应县佛宫寺壁画·朔州崇福寺壁画》（重庆出版社2001年） 。张帆《王
寂所著〈行部志〉中辽金美术史料举隅》（《北方文物》2007年4期）利用王寂的《辽东行部志》和
《鸭江行部志》整理分析了辽金美术史料�其中涉及辽金一些佛寺的书画。另外还有李建廷的
《涅 中的宋辽金铜镜》（《艺术市场》2008年1期） �李静杰的《中原北方宋辽金时期涅 图像

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3期） 。

三、结语

辽代佛教的探讨�多采用就事论事的具体实证性研究�提升到一定深度的论文不多�而且
局限于朝代的断限�能把它放入长时段背景关照之下分析和探讨其演变趋势的论著很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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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佛学最深入、最系统的研究首推日本宗教史专家竺沙雅章的《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此
书收录了前文提及的关于他的所有论文。这部书爬梳的史料非常全面�分析也很精当�把唐、
宋、辽、金、元的佛学、辽代佛学与东亚各国的交流进行了贯通研究�厘清了辽朝佛学的知识背
景�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见解。

在佛教与辽代社会的关系方面�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京都：平乐寺书店�1953年）无
疑是一本力作�其中收录了上文提及的关于他的所有论文。他敏锐地洞察到佛教在辽朝复杂
多元的社会背景中所独有的现象和发展轨迹�为后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他
的许多观点带有明显的“ 汉文化中心论” 倾向�这当然与汉族地区材料相对丰富有关。但是缺
乏文献记载的游牧社会的佛教文化是真的不如燕云地区�还是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以另一种方
式繁荣？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野上氏的某些观点确有再探讨的必要。

在宗教史研究领域�单纯探讨思想内容本身的研究套路已逐渐被学术界摒弃。把思想意
识放入社会运动的广阔背景下加以把握�从中发掘其深层次的东西�方能将此类课题的探讨引
向深入。虽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成果�但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人们对新方法的
不断探索�这些工作还可以继续。宗教社会史理论的创新和运用�欧美汉学界走在了前面。中
国学者只有借鉴、选择性地吸收这些成果�实现本土化转换�并提出富有自己特色的有创见的
理论�才能把辽朝佛教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浦江老师的指导�北京准提文化中心的资助。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游彪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康鹏对本文的材料搜集提供了重要帮

助。在此一并致谢！）

近三十年来金代商业经济研究述评

王德朋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6）
　　金朝统治的百余年间是中国北方地区商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
史研究的蓬勃发展�金代商业史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关金代商业的专著、论文陆续
发表�一些有见地的学术观点逐渐得到金史界的认同。现将这些成果及其观点举要如下�以便
我们对金代商业史的研究状况做系统考察。

一、关于金代商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金代商业的发展植根于金代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进步。近三十年来�金史学者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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